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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國學界的通儒錢賓四先生 

 

李學銘 

 

 

錢賓四先生生平要略 

 

    錢賓四（穆）先生（1895 至 1990 年），江蘇無錫人。他七歲入私塾，十歲進無錫蕩口鎮

的果育學堂，這是所新式小學。十三歲時，他入常州府中學堂，治學深受當時任教歷史、地

理的呂思勉先生所影響。十六歲時，他因與同學請求校方修訂課程，未受接納，於是不參加

四年級的年終試，並申請退學。十七歲，他轉入私立南京鍾英中學五年級，但在升讀六年級

時，適逢武昌起義，學校停辦，只好輟學。1912 年，錢先生十八歲，初在秦家水渠三兼小學

任教。1913 年起，他先後任教於私立鴻模學校、無錫縣立第四高等小學、後宅鎮泰伯市立第

一初級小學、無錫縣立第一高等小學、廈門集美學校、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蘇州省

立中學。1930 年秋，因顧頡剛的推介，錢先生開始任教於北平燕京大學，時年三十六歲，一

年後，即轉往北京大學歷史系，並在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兼課。以後他更歷

任西南聯大、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昆明五華書院、雲南大學、無錫

江南大學等校教授。01 

 

    從以上簡述，可知錢先生所受教育，只限中學階段，但他刻苦自學，勵志鑽研，終於由

鄉村小學教師，進而為中學教師，再進而為大學講師、教授，主講文史課程，在學術上有很

大的成就和影響。1949 年，錢先生來香港，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在九龍油麻地偉晴街辦

亞洲文商學院；1950 年，在深水埗桂林街創辦新亞書院；後得美國雅禮亞洲協會、福特基金

會的資助，在土瓜灣農圃道籌建校舍。校舍落成，已是1956年的事了。1953年，錢先生籌辦

新亞研究所，在雅禮亞洲協會和哈佛燕京社的支持下，新亞研究所在 1955 年正式招收研究生。

1963 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院校包括崇基、新亞、聯合。1965 年，錢先生七十一歲，因不

耐校務的繁雜和辦學理念與當時中大管理層的差距，辭去新亞書院院長職，從 1967 年起在臺

灣定居，撰述、講學不輟。1968 年 7 月，錢先生以百分之九十最高票，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

士。錢先生晚年目力日弱，胃病嚴重，腦力日衰，仍有著述《晚學盲言》出版，到了 1986 年

九十二歲生辰時，才正式告別杏壇，在素書樓講了最後一課。1990年 8月 30日，錢先生以九

十六歲高齡辭世，遺留下來的著述極為豐富，對今後學術的發展和學人的研究，必有很深遠

影響。02 

 

錢賓四先生的重要著作 

 

    錢賓四先生著作等身，1994 年在錢師母胡美琦女士的授權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開

始出版《錢賓四先生全集》，由《全集》編輯委員會整理、編輯，內容分為：甲編思想學術、

乙編文史學術、丙編文化論著，共五十四冊。1998 年，完成全部整理、編輯、出版工作。

2011 年，北京九州出版社出版《錢穆先生全集》新校本，作為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籌劃引

進的重要項目。這次出版，對原版本作了重排新校，訂正文中體例、格式、標號、文字等方

面的疏誤。至於《全集》原有的內容和註解、說明等等，新校本原則上保留原貌。03 

 

    《全集》中包含的專書和單篇文章很多，要判定哪些是錢先生的重要著作，可能會引起

見仁見智的爭論。如果不避認識不足、意見有偏之譏，我認為除單篇文章不計外，錢先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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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部專書，是特別受人重視的名著。下面是這幾部專書的簡介： 

 

    1.《先秦諸子繫年》上下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 12 月初版）。04 這部書在 1923

年開始撰寫，約四五年成書，共四卷，考辨文章一百六十三篇。內容是依據《史記．十二諸

侯年表》、〈六國年表〉考證先秦諸子的學術師承和生平著述，上溯孔子生年（公元前 511 年），

下逮李斯卒年（公元前 208 年），前後二百餘年先秦諸子的學術淵源流變得到疏理。顧頡剛的

評論是： 

 

錢穆先生的《先秦諸子繫年考辨》，雖名為先秦諸子的年代考辨，而其中對古本

《竹書紀年》的研究，於戰國史的貢獻特大。05 

 

楊樹達在日記（1934 年 5 月 16 日）也這樣記述： 

 

出席清華歷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試會，散後，偕陳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錢賓四（穆）

《諸子繫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
06 

 

可見當時卓有成就的同輩學人，對《先秦諸子繫年》一書，都表示了極為推許之意。 

 

    2.《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下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 5月初版）。07 這是錢先

生在北京大學講課的講義，由 1931 年起積五年增改而成；全書共十四章，並附年表。第一章

略述兩宋學術概要，認為近代學術導源於宋學，不知宋學，則不能知漢學，更無法評論漢宋

的是非。08 第二章至最後一章，分述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顏元、李塨、閻若璩、毛奇

齡、李紱、戴震、章學誠以至康有為等諸家學術大要和師承關係，藉此說明中國近三百年學

術演變的軌跡。楊樹達在日記（1943 年 7 月 26 日）中說： 

 

閱錢賓四（穆）《近代三百年學術史》，「注重實踐」、「嚴夷夏之防」，所見甚正。文

亦足達其所見，佳書也。09 

 
為什麼會「嚴夷夏之防」﹖因為這書是在抗戰前夕寫成的，所以民族意識表現得十分明顯。

楊氏強調「文亦足達其所見」，指的是「所見甚正」的「注重實踐」和「嚴夷夏之防」。 

 

    3.《國史大綱》上下冊（重慶：商務印書館，1940 年 6月初版）。10 這是錢先生三十年代

在北京大學教授「中國通史」課的講稿，1939 年在雲南宜良撰成。全書內容，分為「引論」

和「八部」，共四十六章，以綱目體行文，提綱挈領，有系統地介紹了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顧

頡剛指出，當時所見通史，多屬千篇一律、彼此抄襲之作。其中較近理想的，只有呂思勉的

《白話本國史》、周谷城的《中國通史》、鄧之誠的《中華二千年史》、陳恭祿的《中國史》、

繆鳳林的《中國通史綱要》、張蔭麟的《中國史綱》、錢穆的《國史大綱》等。11 顧氏更進一

步指出： 

 

其中除呂思勉、周谷城、錢穆三四先生的書外，其餘均屬未完之作，錢穆先生的書

最後出而創見最多。12 

 

《國史大綱》「創見最多」，應是當時學壇的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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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國史大綱》，嚴耕望先生在《治史答問》之「二十一」的意見是： 

 

我想目前所有各種中國通史中，仍以錢賓四先生的《國史大綱》為最佳，內容既見

識力，也有深度，迥非其他幾部通史所能企及；而民族意識又很強烈，正合乎現在

要求所有大學生修習「中國通史」的目的。13 

 

嚴先生在〈錢賓四先生行誼述略〉中又說： 

 

此書多具創見，只觀其章節標題，點出每個時代之動態及其特徵，已見才思橫溢，

迥非一般刻板僵化死氣沉沉者可比。尤極難能可貴者，往往能以數語，籠括一代大

局。……其他勝義紛陳，不能盡列。而《引論》一篇，陳寅恪先生謂為近世一篇大

文章。14 

 

余英時先生在一篇悼念錢先生的文章中提到《國史大綱》，他這樣說： 

 

《國史大綱》自然代表了他（錢先生）自己對一部中國史的系統見解。……我曾不

斷提出《國史大綱》中的具體論斷，請他說明為什麼要這樣說，而不那樣說。……

我漸漸明白原來他多年在北大等校講授中國通史的過程中，讀遍了同時代史學專家

在一切重大關鍵問題上的研究文字，然後根據他自己的通史觀點而判定其異同取捨。
15 

 

因此，余先生特別指出： 

 

《國史大綱》並不易讀。因為錢先生寫通史時惜墨如金，語多涵蓋，其背後不僅是

正史、九通之類的舊史料，而且也包含了整個民國時期的史學史。16 

 

嚴、余兩先生是錢先生的高弟，他們的評論，應該是長期親炙錢先生和多讀錢先生著述的心

得。 

 

4.《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香港：新亞研究所，1958 年 8 月初版）。17 本書收入錢先生

四篇論文：〈劉向歆父子年譜〉、〈兩漢博士家法考〉、〈孔子與春秋〉、〈周官著作年代考〉，都

是為兩漢經學今古文問題而發。內容主要在破除劉歆偽造古文經的謬說；發明兩漢博士治經

分今古文的真相；闡述古今經學流變的大體；考辨《周官》的製作年代和古文經學與《周官》

的關係。書中第一篇論文原名〈劉向劉歆王莽年譜〉，最初發表於 1930 年 6 月《燕京學報》

第七期，主編顧頡剛在發刊時改為今名。這是錢先生轟動當時學術界的成名作，也是本書最

重要的論文，體例仿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以年譜的形式，排列了劉向、劉歆父子的生卒、

任事年月及新莽朝政，用具體史事揭櫫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一書曲解史實、抹殺證據不可

通之處。胡適在日記（1930 年 10 月 28 日）中說： 

 

錢譜為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他不信《新學偽經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駁

之。18 

 

本書其他三篇文章，都是以經學問題為討論中心，在內容上與〈劉向歆父子年譜〉有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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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補充、發揮的作用。錢先生在本書的〈自序〉中說： 

 

本書宗旨，則端在撤藩籬而破壁壘，凡諸門戶，通為一家。……本書之所用心，則

不在乎排擊清儒說經之非，而更重在乎發見古人學術之真相。19 

 

可以說，《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一書，是錢先生打破經學門戶的藩籬，以史治經、以考證辨

析經學疑難問題的示範之作。 

 

5.《朱子新學案》五冊（臺北：三民書局，1971 年 9月初版）。20 這是錢先生晚年精心撰

寫的巨著，1964 年開始撰寫，1969 年完成，又在 1970 年初夏撰寫〈朱子學提綱〉一篇，冠

於書首，「撮述書中要旨，並推廣及於全部中國學術史」，「以見朱子學術承先啟後之意義價值

所在」；21 書末又附〈朱子學要略〉及索引，方便讀者參考、研究。錢先生認為： 

 

朱子讀書多，著書多，所著書中所牽涉之問題多，此三多，為古今諸儒所莫

逮。……若欲求明朱子學之真相，則莫如返求之朱子之書。22 

 

可知本書的旨趣，即在「以讀朱子之書，求朱子之學」，23 並連帶解決朱熹死後七百多年來學

術史上爭論不休、疑而未決的問題。全書內容分三方面：思想包括理氣、心性兩部分；學術

包括經學、史學、文學三部分，其中經學又分《易》、《詩》、《書》、《春秋》、《禮》、《四書》

等，並附校勘、考據、辨偽諸篇及游藝格物一篇。介於思想與學術之間的部分，有朱子評述

濂溪（周敦頤）、橫渠（張載）、二程（程顥、程頤）各篇，並評及程門、五峰、浙學，又別

著朱陸異同三篇、闢禪學兩篇等。 

 

余英時先生在〈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一文中，提到哈佛大學教授楊聯陞很推許這部著

作。余先生說： 

 

《朱子新學案》出版，他（楊聯陞）讀了提綱之後便已讚歎不已。他對我說：錢先

生的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並世無人能出其右。像這樣的提綱，胡適之先生恐怕是

寫不出的。楊先生並不博治思想史，但是他的批評的眼光一向是很銳利的，這種私

下閑談，不帶絲毫客套的成分。24 

 

「博大精深」，所指無疑是錢先生學術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同時也是指《朱子新學案》這部巨

著。 

 

略談錢賓四先生的學問特色 

 

錢賓四先生的學問，可當得上「博大精深」四字的形容，再加上他的著作甚為浩繁豐盛，

要從中歸納他的學問特色，猶如以蠡測海，不會周全。姑且就個人所見，試選幾項談談，聊

作舉隅。 

 

    一、長於折衷與判斷 

 

錢先生在 1939 年，曾寫了一封信給顧頡剛，信中談到自己和顧氏的學問特點。這封信抄

錄在《顧頡剛日記》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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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與兄治學途徑頗有相涉，而吾兩人才性所異則所得亦各有不同。妄以古人相擬，

兄如房玄齡，弟則如杜如晦。昔唐太宗謂房君善謀，杜君善斷。兄之所長在於多開

途轍，發人神智。弟有千慮之一得者，則在斬盡葛藤，破人迷妄。故兄能推倒，弟

則稍有所得，多在於折衷，在於判斷。25 

 

錢先生在信中指出，自己與顧氏的治學途徑有互涉的地方，但才性、所得則各有不同。他以

房玄齡擬顧氏，以杜如晦自擬，前者「善謀」，後者「善斷」。顧氏的所長，是「推倒」和

「開拓」，即能「多開途轍，發人深省」；自己的所長，多在於「折衷」和「判斷」，即能「斬

盡葛藤，破人迷妄」。這是錢先生長久自省、觀察所得之言，因此顧氏在這封信後加了這樣的

按語： 

 

老友之言當有其積久之觀察，錄之於此，以待他日之論。26 

 

顧氏在《日記》中對錢先生以「老友」相稱，當然不是虛飾之詞，而錢先生對不是真正相知、

相契的朋友，大抵也不會作這樣自信、坦率的比擬和評論。 

 

錢先生學問淵博深厚，他的重要著作，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折衷眾說、掃除迷妄、斷以己

意的考證。考證須以博採資料為基礎，但判定去取，抉微闡晦，就要具有深透、高明的識力。

原來錢先生年輕時，在識力方面已有很好的表現。嚴耕望先生在〈錢穆賓四先生行誼述略〉

這樣說： 

 

先生為學善師法，善變化，善新知，勇創見，而能悉心追求，每從細小事故中徹悟

大道理。如此種種，均在任教小學時時表露無遺。27 

 

「每從細小事故中徹悟大道理」，這就是識力的表現。到了後來，錢先生更因讀孫詒讓《墨子

閒詁》一書，深歎孫氏讀書精博、舉證詳確，因而開始「游情於清代校勘考據訓詁之學，力

求精進」，28 提升了自己的考證能力。談考證，如識力不足，就難以在「折衷」、「判斷」方面

有出色的表現。錢先生論著的光輝，與他的超卓識力是分不開的。 

 

    二、不立門戶，重視博通 

 

    錢先生治學淹通經、史、子、集四部，對傳統學術各領域都有深入研究，而且都有出色

的表現。不過他的治學主線，應該是學術思想史，而且《國史大綱》又是許多人所稱道的名

著，因此學界中人，一般視他為史學家。其實史學的範圍，不足以概括他的學問。錢先生常

說，在中國學術史上，通儒的地位往往在專家之上。所以他一生治學，實以求取博通中的專

精為目的。試以他的重要著作為例，《先秦諸子繫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兩漢經學今

古文平議》、《朱子新學案》等著作，固然給人的印象是博通中顯示專精水平的學術思想著作，

而《國史大綱》就有發揚國家民族精神的元素，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對讀者有很大的思

想啟發。這種治學取向，應該是通儒治學「見其大者」的本色。 

 

    凡稱得上通儒的學人，都能破除門戶、力主兼通。錢先生在一次學術演講討論會上這樣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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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做學問應先有一廣大基礎，須從多方面涉獵，務使自己能心智開廣。若一意研

究史學，而先把文學忽了；又若一意研究文學，而先把史學忽了；又若一意研究思

想，而不知歷史，不通文章，如此又何能學得成﹖29 

 

他又說： 

 

學問入門，正應該從各方面都有一番探究。……廣度愈開闊，然後深度愈邁進。30 

 

上述意見，正可說明錢先生治學很重視博通。重視博通的錢先生，當討論經學問題時，主張

破除門戶之見、通諸門戶為一家；31當討論史學問題時，則主張擴大視野，務大體，貴能上下

古今識其全部，再求會通。32錢先生不願意成為新儒家的一員，因為他一生堅持：論學不立門

戶，治學以博通為取向，不肯專守一隅；論者因而推許他是二十世紀國學界的通儒。33 

 

    三、文化為本位，儒學為宗主 

 

錢先生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歷史研究，特別是學術思想史的研究最為突出，創

獲也最多。因為他一生的治學，實以文化為本位，他認為研究歷史，實質上是研究歷史背後

的文化。錢先生在《中國文化史導論．弁言》中說： 

 

中國文化，表現在中國已往全部歷史過程中，除卻歷史，無從談文化。我們應從全

部歷史之客觀方面來指陳中國文化之真相。34 

 

他在〈中國文化傳統之演進〉中又說： 

 

一國家一民族各方面各種各樣的生活，加進綿延不斷的時間演進、歷史演進，便成

所謂文化……所以講到文化，我們總應該根據歷史來講。35 

 

治學既以中國文化為本位，所以他研究歷史的著作特多，而且往往涉及諸子學、經學、玄學、

佛學、理學、清學等學術思想史的領域。余英時先生在〈錢穆與新儒家〉一文中就指出，錢

先生「一生的主要貢獻是在指示我們怎樣去認識中國的文化系統及其流變」。36 他對錢先生學

問的概括，我以為是準確的。 

 

    凡以中國文化為本位的治學，必然會以儒學為宗主，錢先生也不例外。有人或許會抗拒、

貶斥儒家思想，但不容否認的事實是，儒家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兩千多年，長久以來已

成為中國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也表現在歷代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錢先生認同這個事實，

同時也不諱言自己的思想其實深受儒學所影響。37 他在《宋明理學概述．自序》中這樣表白： 

 

數十年孤陋窮餓，於古今學術略有所窺，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雖居鄉僻，未

嘗一日廢學。雖經亂離困厄，未嘗敢一日頹其志。……雖學不足以自成立，未嘗或

忘先儒之矩矱，時切其嚮慕。……自問薄有一得，莫匪宋明儒之所賜。38 

 

這篇〈自序〉為宋明理學撰寫，內容不免專為宋明而發，其實錢先生所嚮慕的儒學，與先秦、

兩漢以至宋明怎能沒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從〈自序〉的表述，我們不難明白錢先生的治學重

心，為什麼會在學術思想史特別是儒學史方面，佔了最重要的分量。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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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以史治經，以經證史 

 

在本港，有不少人研究經學，有更多人研究史學，但真正兼通經史、以史治經的人並不

多，錢先生應該是「不多」中的一位。他的早期著作《國學概論》本為當時中學授課而編寫，

並標舉「國學」之名，但內容其實是： 

 

於每一時代學術思想主要潮流所在，略加闡發，其用意在使學者得識二千年來本國

學術思想界流轉變遷之大勢，以培養其適應啟新的機運之能力。40 

 

可知他的撰述旨趣，是從史學的角度來談論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所以在本書第一章〈孔子

與六經〉中，他不是就經學談經學，而是引據經史資料，用綱目附小注辨證論難的形式，來

談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發展。《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一書所收四篇論文，內容全為兩漢經學

古今文問題而發。錢先生在《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自序》中說： 

 

經學上之問題，同時即為史學上之問題，自春秋以下，歷戰國、經秦迄漢，全據歷

史記載，就於史學立場，而為經學顯真是。41 

 

錢先生更指出，「夫治經終不能不通史」，例如主張今文經學的龔自珍、魏源、康有為、廖平

等，他們的意見，都涉入歷史範圍，就史以論經。只因為他們都「先以經學上門戶之見自蔽」，

才會出現「顛倒史實而不顧」的問題。42 

 

錢先生治經的「史學立場」，使他超越門戶之見，使他可以順利解決經學今古文的一些重要爭

議，同時也讓他能夠理解、欣賞以史治經、以經證史的研究論著。例如牟潤孫先生〈釋論語

狂簡義〉一文，除詳列諸家注疏《論語》之說外，還引述唐代劉知幾《史通》卷四〈斷限篇〉

和卷八〈書事篇〉，指出劉氏雖非經師，「猶知漢魏經師之舊義，論史書體制，兩引狂簡以喻

著史者之濫載失裁」，其說「可以解經」。43 錢先生在致牟先生函中，對此文的評語是： 

 

〈釋論語狂簡義〉拜讀，甚佩。得《史通》為證，更見圓滿也。44 

 

據說錢先生在 1954 年邀請牟先生從臺灣大學來新亞書院任教，就是欣賞牟先生所撰寫的以史

治經、以經證史的論文。 

 

五、溫情與敬意的撰述 

 

錢先生《國史大綱》一書，內容多具創見，章節標目，每能點出各時代的動態和特徵；

論一代大局，亦能以數語切中事機，精悍絕倫；書前的〈引論〉，陳寅恪先生評為近世一篇大

文章。45 在〈引論〉之前，更有四項對讀者的提示，其中兩項云：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

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之歷史

略有所知者，尤必隨附一種對其本國已往之歷史之溫情與敬意。46 

 

上述提示，我以為不應只限《國史大綱》的讀者，也應包括古今有關中國歷史撰述的研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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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志研治本國歷史文化的學者，也應心中常懷「溫情與敬意」，否則就會對本國歷史文化抱

有極大反感，並把眼前種種的缺失，包括自己的惡劣行為，都歸罪於古人。 

 

    錢先生以「溫情與敬意」提示《國史大綱》的讀者，自己也正是滿懷著「溫情與敬意」

來撰寫《國史大綱》。他在十六歲時（1910 年）已因梁啟超〈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

一文的啟發而產生了較強的愛國思想與民族文化意識，因而要深入中國的歷史文化，去尋求

中國不會滅亡的根據。47 而他在撰寫《國史大綱》時，正值日軍侵凌、情勢逼迫、艱苦抗戰

之際，書中自然寓涵著特強的民族意識。其實錢先生一生撰著，包括《國史大綱》前或後的

學術思想研究，都是懷著「溫情與敬意」來下筆的。這與他以文化為本位、以儒學為宗主的

治學取向，可說是一脈相通。余英時先生說錢先生「一生為故國招魂」，48 如果對自己的國族、

對自己國族的歷史文化沒有「溫情與敬意」，錢先生又怎會盡瘁一生，為「招」中國之「魂」

而不斷講學、撰著？有人或許會問：心存「溫情與敬意」的撰著與講學，會不會影響了學術

辨析應有的客觀？錢先生治學，一向建立在嚴謹的考證基礎上，以〈劉向歆父子年譜〉為例，

文中何嘗沒有顯示「溫情與敬意」？但他排比史事，一一指明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不可通

者二十八處，就是客觀有據的辨析。至於錢先生情敬兼有的講課和演講，內容都是言而有據，

或是對古代典籍和時人論著研讀後有所得之言，並非徒逞臆說的「高論」。 

 

    「寄情極深」的早期教學 

 

    我在 1988 年一個語文教學研討會上，宣讀過一篇論文，題目是〈錢賓四先生談寫作教

學〉，內容主要是引述錢先生《師友雜憶》中的資料，討論錢先生談寫作教學的意見。49 錢先

生是著名學者，也是大學教授，這是許多人所熟知的。但從他的自述，我們知道他有很豐富

的中小學語文教學經驗，特別是關於寫作教學方面的經驗。據錢先生所述，他指導學生寫作

的方式約可分為七項：1.普通命題寫作；2.聽寫練習；3.默寫練習；4.實地觀察報告；5.抽

象描述；6.對比描述；7.見聞憶述。在指導學生寫作的過程中，錢先生很重視實地觀察和實

際驗證，又在寫作前後有活動，而且把寫作課變得趣味化和生活化。例如他指導學生實地觀

察松風與普通風、黃梅雨與普通雨的不同；又例如人人都要喫午飯，他就以〈今日的午飯〉

命題，要學生各自描述午飯所喫的東西，而描述中須有曲折，等等。50 

 

    我這篇文章發表後，曾寄贈一份給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任教的張學明教授。張教授複

印了一份把它寄呈遠在臺灣的錢師母胡美琦女士。後來錢師母在覆張教授的一封信（1995 年

6 月 14 日）中說： 

 

李學銘先生一文，我很感興趣。錢先生生前對他自己這一段小學語文教學生涯記憶

深刻，也懷念不已，至老難忘。一般人讀《師友雜憶》，只注意他後半生，而忽視

他寄情極深的年青教學生涯。所以我讀李文，很感親切。51 

 

錢師母對拙文表示「很感興趣」和「很感親切」，使我有意外之喜。由於她不知道我是錢先生

在農圃道任教時的學生，52 所以稱我為「先生」，實在不敢當。我以為，錢先生「寄情極深的

年青教學生涯」尤其是他對中小學語文教育的貢獻，將來還可以稽鈎有關資料，多談一些。 

 

    餘論 

 

談錢賓四先生的生平和學問，我們很自然會想起新亞書院和新亞研究所的創辦，更會想



9/11頁 

起錢先生所提倡的「新亞精神」。新亞創辦於社會動盪、物質匱乏的五十年代，以維護、弘揚

中國文化為宗旨，當時這樣做，有時會受到一些人不必要的訕笑或擠壓。在這種情況下，錢

先生倡言「新亞精神」，無疑有自勉和鼓勵新亞同人（包括同事、學生）的用心。談論「新亞

精神」的人很多，人人有各自的理解和解說，因此內容、措詞並不完全一致，甚至錢先生、

唐君毅先生、張丕介先生、趙冰先生以及其他老師、學長對「新亞精神」的解說，也總有些

出入。不過只要不失中心原意，其實怎樣解說和怎樣發揮都可以。 

 

我們要切實掌握「新亞精神」的中心原意，我以為可以從錢先生所撰《新亞校歌》歌詞

和他與新亞諸先賢所共同擬訂的《新亞學規》去瞭解。53 根據歌詞和《學規》的提示，「新亞

精神」或可這樣理解：1.對中國文化要有傳承、發揚的自覺和信心；2.胸襟廣闊，包容性大，

在艱苦、困乏的環境中，仍然滿懷希望、熱誠，向目標努力奮進；3.為學與做人，貴能齊頭

並進，融通合一。 

 

    能作上述理解，並勉力實踐，「新亞精神」可說是無時無處不在，我們實在不必憂慮「新

亞精神」是否已亡。錢先生曾說過： 

 

古來大偉人，其身雖死，其骨雖朽，其魂氣當已散失於天壤之間，不再能搏聚凝結。

然其生前之志氣德行、事業文章，依然在此世間發生莫大之作用。則其人雖死如未

死，其魂雖散如未散……。54 

 

上述這番話，既可適用於錢先生自己，也可適用於錢先生所提倡的「新亞精神」，更可適用於

新亞書院和新亞研究所這一集體。擴而大之，每一集體的成員，只要有人認同自己是中華民

族的一分子，只要不以自己是中國人為恥，就不難對自己國族的祖先、前賢、長輩逐漸產生

「溫情與敬意」，有了「溫情與敬意」，就自然會有自覺和信心，去克服困難，去傳承、發揚

自己國族的文化和文化中的精神。而且，每個人、每所院校、每個不同名稱的集體，都會有

不同階段的進程或發展，都會面對不同階段、不同程度的困難，只要有足可標榜、不失中國

文化本質的「精神」作為引領，大家就會滿懷希望、熱誠，向目標努力奮進。 

 

    錢先生撰寫《新亞校歌》歌詞和新亞諸先賢共同擬訂《學規》時，以處境非常艱苦、困

乏的新亞人為勉勵對象，自是應有之義。不過到了今天，講論「新亞精神」的新亞人，實不

必自立門戶，把自己局限在新亞這一個集體之內；而講論「新亞精神」的中大人以至社會各

界人士，也不必以本不存在的門戶為門戶，自外於「新亞精神」。「新亞精神」只不過是愛重

中國歷史文化、能包容、不畏艱苦、為學做人並重、不斷奮進的精神而已。我這樣說，或許

較能符合錢先生一生治學主張「必先破棄」「一切門戶之成見」的提示罷！55  

 

2014 年 8 月完稿 

 

 

注： 

01. 參閱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長沙：岳麓書社，1986 年），《師友雜憶》第一至

十四節，頁 33-238；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行誼述略〉、〈錢穆賓四先生與我〉上篇，載

《怎樣學歷史：嚴耕望的治史三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6 年），頁 243-254。 

02. 參閱錢穆：《師友雜憶》，第十五節至二十節，頁 239-332；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行誼

述略〉、〈錢穆賓四先生與我〉上篇，同上，頁 25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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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參閱《錢穆先生全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年）新校本的出版說明。按：臺北聯經

出版事業公司的《全集》本名《錢賓四先生全集》，新校本改為今名。 

04.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5 年初版後，有香港大學 1956 年增訂版、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86 年

再版。 

05.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100。顧書的初版由南

京勝利出版公司出版（1947 年）。 

06.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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